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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主要讨论传播与媒介的政策范式。在美国和西欧国家，传播与媒介政策的变化大致可以被划分为三

个阶段：新兴传播业政策范式（二战前）；公共服务媒介政策范式（1945－1980/90）；现阶段的政策范式（1980/90

年代至今），即现阶段的政策制定者们仍在不断寻找着新的政策范式。在第一阶段，传播与媒介政策主要涉及

的对象是新兴的电报、电话和无线电技术。那个时代的传播政策主要追求政府和财政集团的利益。二战结束后，

媒介政策主要基于社会和政治因素的考虑，而不太关注经济或国家战略因素。在这个持续至1980/90的阶段，公

共广播事业正处于其高峰期，在西欧尤为明显。然而，从1980年至今，技术、经济和社会的变化潮流使得媒介

政策的环境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许多国家政府选择了打破国家对媒介的垄断继而尽可能地鼓励私有化。传统的

旧媒介政策无疑正在受到挑战，而政策制定者们也在不断寻找一种新的传播政策范式。媒介和传播业理应当为

公共利益服务，新的媒介政策可被视为在政治、社会和经济价值这三种价值之间寻求新的平衡，因为这三种价

值是公共利益的决定因素。作者在文章结尾处勾画了正在显现的新传播政策范式的核心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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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传播和媒介政策的出现 

    传播政策的出现始于追求国家利益与工商业企业利益之间的互动。政府和产业界通过特权、

法规和一些限制来追求共同利益。一般而言，政策指的是为实现某些目标而有意识制定的（公

共）方案，以及实现方案的方法和时间进度表。政府政策的特定内容反映了特定时期和地点政

府与产业界的交易以及权力与利益之间的平衡。从这个层面上说，虽然在20世纪，政府在形式

上变得更加民主，全球化的浪潮也愈演愈烈，政府和产业界的权力和利益之间的交易并没有多

大改变。然而即使是这样，媒介政策领域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尤其反应在传播技术的演变

以及在“后工业”社会（或是更多地被称为“信息社会”）中传播重要性的提高。 

虽然在几百年之前，国家就出于控制、财政和战略的目的，对交通和旅游进行干预和管制，

但如果说传播政策在自19世纪中期电话发明以来的一系列电子媒介出现以前就有了，那就错了。

在本文中，我们将传播政策阶段分为三个连续的阶段：（1）新兴传播业政策阶段，（2）公共

服务媒介政策阶段，和（3）新传播政策范式阶段。 

传播政策与其它领域的政策形成一样，都是基于“公共利益”的观念，因为公共利益是民

主国家应该代表公众去争取的目标。但总的来说，“公共利益”并不会即刻、直接地影响个人，

而是影响到整个社会或部分的社会整体。尽管资本主义社会存在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倾向，

但物质发展所带来对法规的关注和需求一直处于不断增长之中。有对于威胁的关注（健康、环

境、安全和经济福利），也有对于潜在共同利益（经济、社会和技术发展）的关注。对于传播

业来说，政府代表“公共利益”的行为长久以来一直复杂难解，这主要是由在传播自由问题上

国家与公民之间的模糊关系所引起的。在历史上，国家经常被视为个人言论自由的主要敌人；



但同时，国家也通过宪法和其它法律系统，在一些重要方面成为自由的有效保证人。 

以上的相关论述是为了强调：任何一个政策制定者在制定政策目标时都面临着界定“公共

利益”的困难。这也提醒我们一个国家的传播政策有可能对公民的言论自由构成潜在的限制或

削弱公民的传播权力；任何传播政策和由这些政策发展而来的法规经常要接受严格的检验、甚

至是反对。以上的导论也让我们关注信息社会中的传播集中现象和与传播方式相关联的权力（虽

然我们很难去精确地定义它）。在当代社会，至少我们广泛认同：对不同传播方式的使用问题

和从传播（信息、沟通渠道）获得的利益与政治、经济权力紧密相关。随着时间的推进，尽管

传播方式在迅速增加和不断丰富，传播政策问题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变得越来越敏感。 

二、传播政策的一般形态 

媒介政策的主要元素 

    撇开时间的变化与环境的差异不说，媒介政策和电信政策的主要元素包括：所追求的目标

或目的、界定目标的价值观念和标准、被政策规范的各种内容和传播服务；不同的传播渠道（主

要有印刷出版、有线电视、卫星电视、广播和电信）以及相应的政策措施和实施方法（主要包

含于法律、法规、自律和市场惯例）。 

    这些元素在特定国家环境下的关系可以由图1表示，该图根据Van Cuilengburg和Slaa的图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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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编。虽然我们必须承认政府政策越来越被纳入企业的商业战略之中，但这个模型更多地阐

释了政府政策，而非媒介集团的商业策略。如果要把企业策略的影响纳入到这个政策模型，主

要有三个问题要考虑：对国家经济福利的解释、以个人利益为目的的服务和其它社会目标之间

的平衡；传播系统和基础设施的所有权。 

公共利益 

    图表顶部表述的“一般”目标是为了实现“公共利益”。“公共利益”有许多不同的解释，

但这个概念有利于区分子目标（如政治福利、社会福利和经济福利）。如此的三重分法也区别

出了相关的价值观和标准。民主政治机构极力支持和倡导政治福利，他们主要的价值观是言论

和出版自由。根据国家环境和相关的政治文化，平等权和参与权应该被同等对待。就此而论，

平等权要求公众能够对各种传播方式和内容广泛参与。政策目标中对普遍性的规定和平等权的

概念是紧密相连的。参与市民生活的前提就是共享和充分地了解各种信息和观点，以及传播这

些内容的手段。社会福利在国家环境下的目标和标准更具分歧性。但在一定程度上，我们发现，

几乎在任何地方，对于社会秩序和社会凝聚力的重视，不仅通过国家而且通过不同地区、种族

或是语言来表现。我们不能简单地区分社会和文化政策的目标，或是精确地定义传播系统应该

达到的质量标准。图表的上部不仅描述了对正面社会文化目标的促进，而且说明了对公共传播

危害的预防。 

    经济福利的目标一直在改变。其最小要求是提供基础设施以保证国家经济生产和市场环境

的有效运行。在信息社会中，传播系统越来越成为经济运行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而传播系统自

身也形成了一个重要而复杂的市场。相应的价值观除了效率、就业和利润之外，还有创新和相

互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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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介政策与电信政策 

    传统上，我们所谈到的“媒介政策”仍然指向政治福利目标，主要指图1中描画的左半边。

它主要涉及报纸、广播、有线电视和其它类似的公共传播渠道服务。它主要关注的问题包括传

播自由、多样性、内容质量和公信力。相比之下，模型中的右半边更关注电信政策，包括基础

设施建设、市场条件和反垄断法规等。 

如同“公共利益”的三个分支随着社会变化趋势的影响而改变，实施政策的方法也在随社

会变化而融合与交叠。这些变化趋势将在下文讨论。然而，我们可以看到，对于模型左半边的

关注通常是经由具体的媒介法律、法规来体现，而经济福利却受制于普遍的经济和商业法规管

制体系。 

    这个社会传播系统的普遍模型是从政策制定者的角度来描绘的，这些元素也是人为组合到

一起的，它并不能被普遍性地运用到所有的国家。另外这个模型也显得有点过时，因为各个国

家的社会体制和传播技术在一段时间内会发生重大的改变。为了阐明这个模型所表达的信息和

解释的方便，我们首先需要回顾一下政策制定的几个连续阶段，因为这些政策不仅在传播系统

上留下了历史痕迹，也影响着当今媒介政策所遇到的挑战。我们将首先讨论早期新兴的媒介和

传播政策阶段，这个阶段大约持续到二战。它不仅打开了改变世界的大门，而且与电视这个大

众媒介交相辉映地发展着。 

三、阶段 I：新兴传播业政策（直到二战前） 

第一阶段是从“无政策”的时期演变而来的，时间由19世纪中期到二战开始前后，它包括

了一系列特别设计的、用以管制和促进革新与新发明使用的措施手段。这个阶段的政策是由各

种条款规定逐渐积累而来的。每项条款规定的目的、手段和范围都很不同，也没有一个一致和



连贯的目标。其共同原则就是保护政府和国家利益、通过国家和个人投资行为促进传播系统发

展。第一阶段的政策为以后的政策以及关于电报、无线通信、电影、电视，有线传播，留声机

及其它媒介的法律打下了基础。一个显著的、主要的特点是：由不同技术发展而来的媒介具有

不同的法律制度，而媒介类别却按照传播方式的不同来划分。当初并不是有意地造成这样的分

离状况，而是历史的巧合。尽管二战时期各国之间斗争激烈，可对于邮政、有线广播、电话和

无线电报，国际之间却非常愿意合作，有意识地要促成全球通讯系统的发展。 

在新兴传播政策阶段的早期，尤其在美国、欧洲以及英国统治的领土，传播的政治功能被

大大地忽略了。一个共识是：公开的政治传播媒介应该是报纸，因为除了自我审查和相关国家

法律，再也没有其他对报纸的政策限制。第一个阶段的政策主要涉及新兴起的电报、电话和无

线电技术，而在19、20世纪之交，对电影的政策也很快地进入了政府的管制范围。 

美国的电信 

传播政策的产生与电报、电话和无线电传播的发展关系密切。美国的电报业很迅速地发展

成私人垄断行业，西部联合公司占了大部分的市场。而电话业，除了一些地方性的小公司，都

被大公司AT&T垄断。当西联公司和AT&T在1913年合并后，与政府达成了一项协议，同意分离出

一些业务和管制，作为拥有长途电话和电报垄断的补偿性回报
3
。除了战争期间的短暂间隔，政

府操控型私人垄断是美国早期传播政策的核心方式。虽然美国重视私有化，但是普遍的反托拉

斯呼声和对市场竞争的支持进一步促进了媒介法规的发展。对资本主义有利的，就是对美国有

利的；也就是说，竞争性、反垄断市场环境下的私有化将是高质量和创新性电信服务最有效的

运作机制，从而也为“公共利益”提供服务。可是，政府依然控制着美国的邮政服务，这表现

了另一种不同的政策结构。 

欧洲的方式 

    欧洲代表了另一种主要的传播政策模式。在英国，早在1868年，法律就保留了邮政局的电

信服务权力，相似的模式也存在于德国、法国、荷兰和瑞典。除了一些微小的变化，电话业也

基本如此。欧洲的政策是要使电报、电话和邮政服务成为一种公共垄断和公共设施，并且是作

为政府的一个分支存在。20世纪出现的无线电传播业也遵循这样的体制。即使在极力推行资本

主义的国家，国家垄断也被视为服务国家利益（也就是公共利益，按照政府的定义）的最好方

式。电子媒介在欧洲被认为是对政府和传播业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设施，不合适对自由市开放。

电子媒介不被看作是消费商品和服务，它们普遍被视为“非政治的”或者与民主政治的争论无

关。这来源于把电子媒介作为一个公共服务分支的理念基础。欧洲政策模型的产生和保持也许

源自于其长期的帝国传统。 

相同特征 

    要把早期美国的和欧洲的传播政策纳入到同一个理论框架并不容易，因为它们的政策手段、

所有权、控制权都有很大的不同。美国模式更能促进新媒介的蓬勃发展和应用（尤其是电话）。

欧洲邮电总局（PPTs）的“公共设施”模型和美国的资本主义模型都保证了公众的普遍参与，

尽管后者更现实。然而，这两个模型具有一些共同点，比如： 

    ◎策略性地把传播媒介看作是产业的一个分支 

    ◎对特定的媒介有不同法规（不同的法规根据技术差异而变化） 

    ◎传播从属于强制性的国家利益（经济和军事） 



    这些特点从逻辑上讲是相关的，因为他们都把传播的本质看作为技术问题，技术问题应该

由技术专家、 律师、行政人员来解决，而不是由民主政治来选择。关于传播内容， 传播政策

和法规中都很少提及（除了20世纪20年代末期的无线电通信）。而在大多数国家，包括无线电

通信受到关注的地区，传播被有效地阻挡在公众讨论和政治争论的领域之外。这反映了政策制

定两端的政府和商业都想紧密控制具有战略意义的传播业，但这也导致了新媒介政策缺乏社会

文化方面的内容考虑。可是这并不意味着人们没有认识到不断增长的新兴大众媒介对于社会及

政治的重要性，而是传播政策的指定被有效地非政治化了。 

广播 

    广播在促使媒介政策从第一阶段向第二阶段转变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下文会继续讨

论这个问题。公共广播最初被认为是工业和商业设备，当初为它制定法规是出于建立市场秩序、

设置标准和保护官方电波使用的目的，但这样的政策目标很快就发生了转变。从20世纪20年代

到30年代，在北美（如，美国1927无线电广播法、1934传播法）和欧洲（建立了不同形式的公

有制度和政府控制制度）都出现了大量的法律和法规。根据早期的“公共利益”的观念，这些

手段被用来管制媒介使用权、使用目的和执行的标准。虽然在美国早期立法中使用了这些条款，

但并没有清晰地阐明它们
4
。而当公有制被认为优先于新媒介商业价值的开发时，政府对传播内

容的控制却得严格起来，因此，早期的无线电广播并没有真正受益于言论自由的立法保障。 

第一阶段的主要特征 

第一阶段政策原理的主要特征可以用图2总结。媒介政策追求公共利益，而公共利益被定义

为经由基础设施和传播渠道网络的技术、经济发展提供的条件，在政府控制和严格监视下，通

过传播系统提供有效的公众服务。在这样的背景下，媒介政策的主要标准是由政府和企业的经

济利益所决定的。这个标准一方面决定着政府控制和经济福利，另一方面决定着竞争和收益。

公民和相关的利益团体经常在公共场合争论这些代表性话题。 

 

 

 

 

 

 

 

 

 

 

 

 

 

 
四、传播政策制度的分歧 

从第一阶段的晚期开始，媒介法规制度把媒介划分为三个不同的领域，主要由技术不同而

根本目标/公共利益 

有效公共服务 系统发展 

政府利益 企业利益 

控制 

经济福利 

竞争 

收益 

中间目标 

图 2：第一阶段（直到二战前）：新兴的传播业政策范式 

新兴的传播业政策



决定。后来很多国家沿用这样的模式。这三个领域
5
分别是： 

1． 印刷媒介服从于法律，但保证言论出版自由（免除审查制度）。这个部分的特点是自

愿主义和个人主动，而政府的角色被限制到了边缘。在第一阶段的政策中，印刷媒介（结构和

性质）的管理被认为不属于政府的权限范围之内。 

2． 公共的电信公司，主要是电报和电话公司，受到所有权和设施法规的强烈限制，但内

容不受法律限制。普通大众都有使用权和保护隐私的权力。公共邮政服务的模式为这个领域提

供了雏形，其的特点是：讲究工作效率、良好的行政管理和“公共服务”的概念。 

3． 广播，包括具有相似结构的无线电广播和后来的电视广播。尽管在这一领域，欧洲和

北美之间存在所有权与资助形式的不同，从20世纪20年代后期开始却渐渐融合，出现了一些共

同的特点。这些特点包括：对使用权与内容的严格规定、有限度的言论自由，垄断和供应不足

状况、公共服务（社会政治学意义上的术语）的观念和普遍需求的压力。这个控制模型的进一

步发展演变成为我们所定义的第二个阶段的政策。 

Winseck
6
认为，这些不同的管理法规，虽然看上去很符合技术划分的逻辑，但实际上，并

不是技术发展的直接结果。言论自由度的不同或媒介使用方面的不同控制形式，并不是由媒介

本身的原因导致的。尽管存在一些惯例的逻辑（如，使用邮政系统为电报和电话业的模型），

但在第一政策阶段的末期，各种法规的设置并不是被预先安排的。大型工业与政府的利益有时

趋同，有时却出现分歧，正是追求自我利益的行为导致了如今法规的出现。由此看来，出现这

三个不同领域媒介法规的原因，不是有意识的政策，而是偶然的和历史性的环境。 

五、阶段II：公共服务媒介政策（1945－1980/90） 

第二阶段的媒介政策从二战后开始，到1980年代左右结束，这时，媒介的传播渠道不断丰

富，计算机化的新媒介开始发展。这个时期政策的特点强调标准化和政治性，反而忽视了技术

的考虑和追求国家的凝聚与稳定。尽管冷战的气氛浓重，民主精神和国际团结的希望仍然影响

着媒介政策。因为媒介政策的制定者们并没有忘记把大众传媒误用作宣传工具的教训和对大众

出版垄断控制的危险。 

战后（二战）阶段的媒介政策的主要关注点不是经济或国家战略因素，而是社会政治因素。

相对于第一阶段而言，人们对一种更自觉的媒介政策的需求是由多种原因促成的，但最主要的

原因是集体主义精神和民主政治的成熟。在许多工业国家，这样的变化在20世纪中期到来。此

时需要对大众传媒在社会生活中之于政治与“大众民主”的重要性做出恰当的评价。由大“新

闻巨头”控制媒介的集权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都在20世纪认识到了宣传的力量。在一些国家，

尤其是英国和美国，20世纪中期的新闻业并没有成为民主生活的一个健康组成部分，却成了不

公平对待劳动力者和促进改革进程的政治力量的工具。 

对于广播来说，战后的重建促进了社会变革的精神，从而强调了广播以公众服务为目的的

正面社会利益，同时弥补了资本主义报纸不公平的政治偏见。在欧洲大陆，战争、控制或独裁

统治的结束为重建整个更民主的媒介系统提供了机会和条件，即使是一度“受尊敬”的印刷媒

介也被合法地纳入政策管制的范围。这个时期的普遍理念与当时所有生活领域中进步性的革新

和社会规划相一致。 

美国的经验 

美国1947年新闻自由委员会
7
进一步支持了公共媒介政策它第一次清晰地把新闻自由和“社

会责任”联系了起来。这意味着媒介在公共领域，不仅需要提供可靠和相关的新闻和信息，而



且要让不同的声音都有表达的机会。委员会在报告中鼓励这样一种观点：即当新闻业自身不能

保证新闻和信息的基本质量时，政府可以介入媒介
8
。当然，办报者一致反对任何形式的政府介

入，并认为言论自由并不需要承担责任。即使激烈的反对声音存在，报告反映的“社会责任”

观点还是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并且从长期来看的确有效，激励了媒介的自我管制和标准提升。 

在美国，罗斯福新政和社会生活各领域法规的发展，自然让政府对无线电和电视广播采取

了更严格的公共政策。例如，广播电视的管制机构——联邦通讯委员会（FCC）对公平性和多样

性施加了新的要求（如，1946年联邦通讯委员会“蓝皮书”
9
）。在冷战和全球思想斗争的环境

下推行“自由”理念，使民主观念和公共精神政策与自由企业的理念更相符了
10
。 

欧洲的方式 

在欧洲，对于报纸的传统政治偏见（无论激进或保守），伴随战后经济集中的增长趋势，

刺激了对新闻的审查（如，英国1947－9皇家新闻委员会、1960年代瑞典新闻委员会等
11
）。在

不少国家，政府通过多种方式，包括立法手段对媒介所有权的分化和媒介内容的多样化施加压

力。同时，也限制垄断并更有效率地处理公众对新闻的投诉。强调新闻自由的正面性而不是负

面性被 Picard
12
描述为“民主社会主义新闻理论”。总体来说，以“自由和负责的新闻”为政

策指导，政府采取了各种措施来保持多种声音的存在。而另一方面，政府也提供了多种经济支

持，包括在一定情况下对报纸的直接补助和对所有权的限制
13
。 

大体上，欧洲政府的公法传统使他们的媒介政策比美国走得更远，其中尤为明显的是广播

政策。二战以后的 30年中，除了英国这个特例，欧洲大多数国家都以公共垄断的方式运作无线

电和电视广播。拓宽广播业及其任务的决定主要基于政治因素的考虑，尽管大多数媒介的编辑

具有相当的独立性，但广播（无论私营或公有）服务的性质和质量都会对选举出的人民代表负

责。公众是欧洲广播业的一个重要财政来源。尽管对公共广播服务的职责，欧洲各国的界定有

很大的不同，但典型的义务责任有：提供普遍服务，政治、社会、文化内容的多样化，带着非

盈利的目标服务公众和特殊及少数群体。 

二战后的大多数时间内，欧洲第二阶段的媒介政策很大程度上是公共广播政策的延伸（ 尽

管前面提到的报纸新闻的问题并不能容易地转化为有效的政策）。这一政策特点在20世纪70年

代中期开始发生转变。它迅速开始关注财政问题和公共广播的生存问题，保持或废除垄断的问

题以及如何把新媒介纳入现有的广播法规体系中来的问题。这最后一个问题尤其与电缆传输、

跨境卫星广播和文字、图像电视广播等远程信息服务有关。 

第二阶段媒介政策原理的基本轮廓可以从图3中看出。我们对公共服务媒介政策范式的主要

特征作了如下的总结： 

◎ 对民主政治（代表性和参与性）的需求促使了对政策规范化的关注，从而形成了这一阶

段的政策 

◎ 政策大多局限于国家版图之内且聚焦于“国家利益” 

◎ 允许政府为社会利益的目的介入传播业市场 

◎ 一般需要积极和连续的政策制定和修改 

    虽然以上的特征都重要，但也许最突出的特征是我们在不同国家系统中发现的相似的标准

化的媒介义务与责任，这些责任通常在法律和法规中被规定，并且都直接或间接涉及了关于媒

介内容的规定。 



 

 

 

 

 

 

 

 

 

 
对第二阶段政策模型的挑战 

到了80年代，主流的社会政治标准化媒介模型的保卫者和新模式的倡导者之间出现了一场

争论。而在美国，简直可以说是一场剧变。1984年的放松管制政策促使了有线电视的发展和同

年对媒介垄断的整顿。为了电信业的竞争和发展，这次整顿打破了贝尔电话公司的垄断，把它

从 AT&T 中分离了出来
14
。尽管政策变化的潮流及原因与美国相同，欧洲出现的却是真正的政治

争论
15
。媒介政策政治性的一面在欧洲具有自由经济取向的国家表现得更为明显。尤其是英国和

德国，通过允许有线电视的私有占有为广播电视市场引入了竞争机制。英国的步子迈得更大，

它不但允许私有化还开放了英国电信垄断市场的竞争。而法国的媒介政策自1982年以来一直或

多或少地在私有化和对新媒介和一些旧媒介的国家资助之间摇摆。这表明了新兴的技术以这样

或那样的方式给法国社会和国家经济利益带来了重大的转变，这一转变是无法阻止或被忽视的
16
。 

两种对立政策趋势 

在技术创新和媒介扩张开始的年代，我们可以发现两种主要的政策演变趋势。一种是极力

地打破垄断，鼓励私有化，美国倡导放松管制，而欧洲强调市场秩序的和谐。第二种趋势是：

一边保持媒介在标准化理论的精神下运行，同时通过公共投资和保护来发展新媒介的潜力，为

的是把公共服务模型应用到新的媒介领域。这需要一些跳跃性的想象，因为我们并不清楚民主

利益是否会被新媒介的发展所阻碍，这主要基于以下观念的考虑：更丰富的信息、更强的互动

性、人们更多地参与政治和社会生活。随着公共广播的衰落和新媒介巨头的产生，理论推测的

收益会被可预见的损失所抵消。 

事实证明这两种策略的发展总是被企业自我封闭的特征所阻碍。当时不存在多少政治愿望

和社会压力去放弃现存的公共广播领域或去损害社会和文化利益。而政府打破垄断造成的损失

也大体上抵消了引入竞争给媒介市场带来的收益。无论以什么标准来看，80年代欧洲政府和欧

共体在新传播技术上所资助的风险投资并不算成功，失败的主要原因是自身的不成熟和当时消

费者对“丰富的信息和娱乐”的承诺并没有很大兴趣。这些因素同时也限制和放缓了私有媒介

的增长进程。 

如今，欧盟的传播政策仍然存在分化现象：一方面，极力鼓励开放市场和引导竞争，另一

方面也对公共服务广播进行立法，并通过了1997年阿姆斯特丹法案（第23号法案被附加入欧盟

条约）。但这些法案的通过并没有明确政府的立法目的和公共服务传播的界限
17
。尽管新法案被

长期搁置（至今），但战后的标准化政策范式却已经在渐渐失去权威和影响范围（虽然仍然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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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权威和影响），而实现目标的手段也已开始转变。导致这种变化的力量已不用多说，那就是

新技术的力量。新技术的出现使得政策不能停滞在原地，当然，除此以外其他的力量也作用于

这种变化。 

在公共服务媒介政策的鼎盛时期，政府集中管制的广播和大众出版向大众发送信息。这样

的模式显然越来越让位于多样化和受众的分众化模式，尽管这一变化速度略显缓慢。另外，新

的社会政治环境也使脱离标准化的意识形态控制成为可能，这种意识形态是通过政治系统起作

用的。 

    新传播技术的混杂与互动本质使得原来传统的三个领域的媒介法规划分方式一下子变得不

再符合逻辑，而“频率稀缺”的削弱使公共垄断的合法性受到质疑。虽然传播设施与服务的融

合被认为是政策范式转变的主要原因，但最具影响力的原因可能仍然是媒介集团和政府对新传

播技术能给他们带来经济利益的驱动。这个附加的原因提示我们：我们正在进入第三个阶段其

实拥有在早期历史中被忽视因素的诸多回声。 

六、阶段 III：寻找新传播的政策范式 

    当美国技术评定局（US Office of Technology Assessment）在1990年发表了先驱性的研究

报告《临界连接》（Critical Connections）时，媒介融合的问题就被放到了议事日程上来了
18
。

不到10年，欧盟也使用了同样的主题作为其寻找新媒介政策的方式
19
。技术融合是指，信息技术

和传播网络之间的技术界限日渐模糊，计算机和电信传播融合为远程信息处理服务，个人计算

机和电视越来越相似，而先前相互分离的各种网络互相连接起来，提供相同的服务。把文本、

声音和图像整合起来的多媒体，就是媒介技术融合的一个例子。而随着技术的融合，我们现在

也能看到传播和媒介领域的经济融合，电脑公司、媒介公司和出版公司的合并就是个例子。正

是因为技术与经济的融合，“传播政策”的概念才在20世纪晚期显现并清楚地定型。接着政府

成立了专门管理传播的政府部门，公布了新的媒介法律。大众媒介的法规也越来越与电信法规

相连接。除了技术革新的变化，当今社会和文化变化的重要性也突现出来。共产主义思想的衰

落反映了一种“意识形态衰败”，而自由市场范围的不断扩大，对自由市场概念的尊崇以及欧

洲政治的保守倾向，都是近年来发展中的显著特征。实用主义和民粹主义促使了政策的发展。

国际媒介的全球化传播和对国家的渗透也是一个新的影响。 

    虽然还没有出现一个明显的新的媒介政策模型，但把战后的公共服务政策模型看作是一种

“旧模式”并不为时过早，因为这个政策模型已经从很多领域撤出而且被广泛地改变。从某些

方面来看，似乎正在重演第一阶段媒介政策的历史，但这种重演依赖的是完全不同的新政治理

念和社会价值的背景。新技术具有目前未尽知的发展潜力，在风险中存在巨大的商业和工业利

益，而政府也尽力与社会变化并肩而进。 

    目前，由于可以增加就业和税收，政府普遍对扩大硬件和软件市场感兴趣。全球化的确对

促进市场扩张起到了作用，但传播政策的角色却没有被明显削弱，因为政府、国内和国际公司

仍然是政策舞台的主要角色。公司都想通过打破旧规则来发展国际市场，并不断扩张与合并。

政府的法规则从那些涉及市场发展的领域退出，而如果一定要有所选择的话，他们会把经济利

益放在社会文化和政治利益之上。但这种标准化旧政策的衰弱和转型，只能在政治系统所允许

的范围之内；即使如此，很多迹象也显示经济实用主义与对成本利益的重新衡量已经为政策模

式的改变开拓了不少空间。 

    虽然正在兴起的媒介和传播政策范式保留了某些标准化的元素，但它主要是由经济和技术

的内在联系所引起的。而后者则包含了更多的价值观，也不怎么被支撑标准化政策范式的民主



理论所支持。事实上，相关标准的特点是更注重“传播”，而不是“政治”或“文化”。当然，

这样的话语指的是这些术语的传统意义：“文化”是一个国家，地区或组织的传统艺术或语言，

而“政治”被定义为既定的政治机构（尤其指公共传播支持选举、立法和政府行为）。 

    说政策本身已经死亡是不正确的，因为即使政府废除了旧政策，这本身就是一项政策。从

某方面来说，政府在变化的环境下已经非常积极地寻找新的解决办法了，但它们同时也害怕媒

介和传播变得失控。美国的1996电信法，虽然以失败告终，但仍试图将不同领域的电子传播法

规融为一体；同时，也尝试把互联网纳入到一些公共利益要求的范围中来，这原来是包含在有

线电视和广播许可条例之中的。关于互联网的重要性，在司法和立法领域中已经展开了不少活

动，但是却没有在国家或国际间达成一致，以界定清晰的法律权限。由于互联网在一种自由精

神和法规缺失的情况下发展，这使得人们认定互联网的管理“难以控制”
20
。然而，商业性、机

密性以及国家安全的需要挑战了互联网的自由属性，互联网难以控制的弱点已经被发现
21
。 

尽管欧盟对欧洲国家的政策制定起着重要的作用，和世界上其他地方相同，欧洲国家也正

在进行着相同的激烈争论。如今，他们正在寻求除电视以外所有电子媒介法规的原则和实践指

导。最近的磋商文件（如，CEC, 2000
22
）表明了下列主要政策方针： 

    1、竞争规则应该是规范电子传播市场的根本手段。 

    2、尽管应该平等对待不同媒介基础设施建设，但还是要沿用特殊媒介区分的法规。 

    3、义务应该被保持在最小限度之内。 

    4、普遍服务的理念应该被维持或扩展 

    5、成员国之间的法规应该协调一致。 

    6、应该存在独立、公正的国家管制权威机构。 

传播政策的价值观转变 

    总体而言，欧洲的传播政策已经被协调至这样的一个哲学理念：一个具有开放边界和无比

活力的巨大市场应该拥有清晰和普遍认同的规范框架，可以为社会传播需求的扩张提供条件。

这意味着，集体福利政策已经不再被认为适合于传播业这个领域了。可是，欧盟依旧通过欧盟

人权委员会许诺维护人权，这对媒介在某些方面的运作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许多欧洲国家第二

阶段的政策的主导价值观有自由、平等和团结，并且期望政策可以表达机构的意见以及相关的

价值观。一些媒介政策包含在欧洲的社会政策之中。 

    而在如今社会变化的条件下，政策通常都跟随市场、科技以及消费者（公民）的愿望，而

不是强制推行政府的目标。这样的政策模式主要是早期“新传播革命”政府干预主义的负面经

历而导致的，而后新传播科技成功应用的不可预测性更加强了这种政策倾向。如以上总结的欧

洲政策方针所表明的：即使还不能做到完全的媒介融合和政策统一，还是需要优先考虑不同媒

介领域和国家间政策的一致性问题。 

    伴随着政策的导向调整，潜在的价值观也有先后次序的转变，一些旧的价值观正渐渐失去

力量。主要的转变领域有社会责任需求、公共服务和利他主义（非盈利目标）。“公共利益”

已经被重新定义，并把经济和消费主义价值包含了进来（参见图1的模型）。尽管伴随着互联网

的兴起，政治家的言论、政策讨论、法规制定和立法中经常重申普遍服务原则（如1996美国电

信法
23
），但其实政策已减少了对平等概念的强调。很明显，虽然政治家希望让尽可能多的公众

参与使用新的传播服务，但他们的动机很大部分是基于商业因素和权力控制因素的考虑，而不



是“社会平等”这个价值观本身。而“社会平等”这个观念在社会福利哲学模式的政策中是一

个根本的元素，至少表面上是这样。 

虽然“数字鸿沟”和“（扩展中的）信息沟”这些概念仍然在政策的背景话语中出现，但

在政策实践中，依旧极力地为消费者使用新媒介寻找机会。就此而论，政策主要鼓励的是机构

的使用权（如学校、图书馆、政治行政机构，健康和福利服务机构等），家庭和个人使用不是

其重点所在
24
。 

最后，必须强调，尤其当涉及到道德、品味、人权和媒介对年轻人与社会的潜在危害等问

题时，媒介政策仍然受到国家公共舆论的影响。传播渠道的扩展和传播方式的不断丰富也增加

了公众的焦虑。不仅公共舆论，国家的统治和安全力量(警察，情报和军事机构)也担忧可能利

用新媒介的跨国犯罪和新型犯罪（尤其是2001年“9·11”事件和美国提出“反恐战争”口号之

后）。尽管自由化的转变是政策制定者的当务之急，而政府对国家传播环境的控制也越来越困

难，但这些问题仍然需要考虑大多数国家的政治现实状况。 

新政策范式 

要在单一理论框架内表述“新传播的政策范式”并不容易，就如上文提到的对前一阶段传

播政策的描述一样。这不仅是因为传播业的发展路径仍然不明朗，也是因为政策制定者面临的

持续矛盾和未解决的困境所导致，更不用说在当前情况下人们对政府传播政策生存能力的普遍

怀疑了。而且，任何新的政策范式都要认识到日益增长的媒介融合趋势，以及需要包含电信、

广播及印刷出版领域的活动。如此来看，媒介政策和电信政策仍然在迈向整合传播政策的路上。 

图4依旧像前文一样假设政策的普遍目标是服务于“公共利益”，可是对“公共利益”定义

的价值观元素之间的平衡已经被改变。总体来看，经济福利相对于政治福利来说已经被提升到

明显的较高地位，而社会福利也被上文所提到的传播价值观重新定义。 

 

 

 

 

 

 

 

        

 

 

 

 

 
图中所描绘的新范式可能会有所误导，并且不太可能反映出任何一个现实国家政策的真实

情况。这个模型主要是为了强调当今媒介政策的广度和分歧（主要存在于经济和非经济目标之

间）。政策制定者仍然面临许多困境和未解决的问题。对于一个国家来说，这些主要的问题有：

定义公共领域媒介的范围和目标；经济手段、法规和自律等政策方式的选择；为所有媒介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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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第三阶段（1980/90-）：新兴传播政策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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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一致的原则和管制框架；如何定义和制定国家文化媒介政策；如何平衡传播自由以及社会

需求。 

政策融合？ 

在科技的影响下，通过选择相同的目标、原则和方式应用于统一的管制法规，媒介政策是

否回趋于融合？这样的观点已经获得了广泛的支持
25
并得以施行（如2002年英国传播法案），但

是这个问题并不能以简单地以“是”或“不是”来回答。虽然有理由淡化各种媒介之间的界限，

但对所有不同的媒介服务都使用同一种法规是没有必要的。欧洲现在的趋势是：尽管鼓励整体

性的政策思考，但也鼓励发展各国独立的国家法规权利机构来控制公共领域的媒介运作。当前

有足够的理由要求拥有一个连贯一致的政策体系(特别对待自由和多样性），但这并不意味着整

齐划一地处理所有媒介内容（广告、艺术、新闻、色情等等）。因为媒介内容与受众都存在着

明显的不同。所以，针对不同的用途使用不同的法规是可能的、甚至是必须的。公众的传播自

由还是非常重要的，也不应该让任何一个单一的机构对某种传播方式施加过多的压力，而且对

待不同的媒介也应该有特例和特殊的措施。另外，同样重要的一个方面是：为了保障传播所影

响的受众/公民的利益，我们也应该保留一块政治和社会文化价值观的领域。 

七、结语：新传播政策范式的核心原则 

尽管还存在许多未知情况，我们仍有余地为兴起的新政策范式的核心原则提一些暂时的看

法。这些看法基于科技、政策和经济变化的趋势，以及现存公认的社会和政治限制。虽然公共

服务广播和普遍电信服务还不太可能从政治议事日程上消失，技术融合、传播市场自由化以及

信息和传播的迅速扩张要求我们对传播政策进行一次不同的概念化思考。如果对未来的估计是

正确的，以下三个概念将对新传播政策模型起核心作用：传播自由、使用权、和控制/负责
26
。 

传播自由 

    传播自由应该是未来所有传播政策的主要目标。传播自由可以被表述为负面和正面两个方

面
27
。对前者来说，它指信息传播者独立于政府（没有审查），独立于经济或阻碍讯息自由交流

的其它力量（如，经济垄断和其他主导市场的力量），也包括社会和政治压力。从正面来说，

自由指人在社会中所能进行的自由活动，如参加政治议题的市民辩论，或表达艺术创意。这两

方面的规定都是政策目标所需要的。 

传播法规与传播系统在许多不同的方面相关，即，传播业的市场结构，传播参与者的市场

行为或传播的内容
28
。传播自由的负面主要与市场结构和市场行为相关，而正面自由主要与内容

和使用权相关，而后者也是我们关注的第二个核心原则。 

使用权 

    “传播使用权”的概念适用于传播机构、内容以及受众，它可以被大体定义为个人、组织

中的个人以及组织机构享用传播资源的可能性，也就是同时作为信息发送者和接受者参与信息

传播渠道市场（传播基础设施和传输工具）和内容和传播服务市场。 

    “谁控制着传播过程”的问题同“传播自由”与“自由和平等的使用权”这两个概念相关。

而从“民主精神”与“公民职责和权力”思想演变而来的目标和规范也约束着这两个概念。

Feintuck
29
说，“最根本的民主原则使媒介法规合理、合法化，也保证了一个多样的、高质量的

媒介，从而使每一个公民都可以参与其中，以防止其孤立于社会之外。”因此，使用权必须被

理解为同时拥有接受和发送信息的权力。 



控制/责任 

    新传播政策范式的第三个关键概念是：控制/责任。这个二元性的概念可以被定义为：使用

权的控制和对使用负责。在未来的政策中，“控制”元素需要恰当定义什么是“公众利益”和

“个人权力”（包括个人和集体）。它也应该与传播自由的定义和现实相一致。在这个领域内，

以下的定义也许能起到帮助作用。控制传播使用权是指：对“谁、在什么时候、在哪里、通过

什么方式、在什么条件下使用传播资源”的控制。而负责指尽可能地保护那些控制和使用媒介

人员免受伤害，保护为满足自己和尊敬他人（社会、群体或个人）传播需求的行为和意图免受

伤害以及保护出版的后果。 

新传播政策范式的主要目标 

然而，传播政策依靠其自身并不能保证任何以上原则的实施。因为它们取决于许多其他因

素，特别是媒介市场的运作和媒介的专业及机构发展。政策的任务是弄清楚需要去做什么和可

能做到什么，明确及尊重政府之外支持或反对特定政策目标的力量。 

根据以上的论述，任何传播政策的主要目标可以被表述为：保证自由平等的社会传播系统

使用权，这样的系统为社会的信息和传播需求提供多样化的信息。在技术融合和日益增长的市

场竞争的背景下，传播政策可能应该把使用权放在第一位。 

对于互联网来说，三个核心原则中的两个对其政策制定有一定启发，即，自由和使用权。

互联网从一开始起就带有自由的属性，虽然如果没有政府最初的赞助，它也许不会发展至今。

由于多种原因，互联网的使用权已经被广泛的接纳为政策目标。尽管互联网政策的发展与前文

所提到的传播政策历史有些许相似，但未来的互联网政策依旧不可预测。互联网第一阶段的发

展以经济和商业利益为目标，而我们现在进入的是以控制公众利益为目标的第二阶段。目前还

有很多问题等待解决：对传播行为和内容（公众利益）采取什么样的控制手段？什么样的负责

限度是适合的？任何新出现的传播政策范式都必须对上述问题做出回应。 

（感谢北京广播学院亚洲传媒研究中心的刘丰海校译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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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is article deals with communications and media policy paradigms. In the US and Western Europe 

three paradigmatic phases of communications and media policy may be distinguished: the paradigm of 



                                                                                                                                                                     
emerging communications industry policy (until the Second World War); the paradigm of public service media 

policy (1945–1980/90); and the current phase (from 1980/90 onwards) in which a new policy paradigm is 

searched for. In Phase I, communications and media policy primarily referred to the emerging technologies of 

telegraph, telephony and wireless. Communications policy in that era was mainly pursued for reasons of state 

interest and financial corporate benefits. After the Second World War, media policy was dominated by 

sociopolitical rather than economic or national strategic concerns. In this paradigmatic phase, lasting until 

1980/90, the ideal of public service broadcasting was at its height, notably in Western Europe. From 1980 

onwards, however, technological, economic and social trends fundamentally changed the context of media 

policy. In many countries, governments opted for policies of breaking monopolies in media and 

communications and privatizing as much as possible. The old normative media policies have been 

challenged and policy-makers are searching for a new communications policy paradigm. In this new 

paradigm, there seems to be a shift in the balance of component political, social and economic values that 

shape the definition of the public interest that media and communications supposedly serve. The authors 

conclude by sketching the core principles of the new communications policy paradigm that currently seems to 

be emerg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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